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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末年的杨守敬在出使日本期间注意到此地

藏有一批由日本人自奈良平安（710 — 1192）至镰

仓室町时期（1192 — 1573）不断转抄而成的汉籍

手抄本。他从物质载体的角度分析手抄本得以留存

的观点［1］，成为当下学界的基本认识。然而，诸

多写卷逾邈千祀、得存一二，自有其历史背景与文

化传统。尤其令人备感惊讶的是，在中国逐步向

日本输入刊本的历史时期，古老的手抄本未曾被抛

弃，转抄古本的学习传统仍然获得延续。考察日本

手抄本如何在中国刊本东传的背景下展开传承，不

但有助于揭示日本现存古钞本的历史形成背景与文

本面貌来源，还将呈现书籍载体从手抄本向刊本的

演进历程与文化动因。作为一个历经日本贵族藤原

式家多代名人传抄学习的手抄本，《文选》九条本

展现出的复杂文本面貌，对于考察上述话题颇有帮

助。本文将以此为中心，抉微钩沉，展开探讨。

一 基于手抄本的古典传统

隋唐时期，日本不断派出使臣、留学生和留学

僧来到中国学习繁荣的文化。中国书籍也在这个时

期经由使臣等人的购买和携带输入日本。唐开元

初，栗田朝臣真人“悉赏物贸书以归”［2］。同样入

唐的玄昉返回日本时则带回经论五千余卷。而手抄

本是此时书籍传播、学问传授的主要手段。大量的

中国书籍以写卷的形式传入日本，并在日本得到保

存、复制和学习。《日本书纪》记载中大兄皇子和

中臣镰子相善而“俱手把黄卷”［3］，向曾负笈中原

的南渊清安学习周孔之教。“黄卷”指的便是手抄

本。而正仓院古文书对奈良时期抄写佛经汉籍之细

节的记录，各类绘卷对平安时期贵族手持写卷阅读

场景的展示，均是对日本手抄本形式的生动再现。

日本人正是以手抄本为载体，对中国文化展开学

习。手抄本逐渐成为日本历史上输入中国文化、承

载学问尊严、维护王权道统的重要媒介。

首先，手抄本代表了渊源自中国隋唐时期的知

识与文化。中国书籍传入日本伊始，向贵族及朝廷

官吏进行传播的一个渠道乃是大学寮这个官方教育

机构。大学寮肩负着为日本培养高级汉文人才的重

任，课程讲授以汉唐注疏为主。在经学方面，《毛

诗》用郑玄注，《尚书》用孔安国传，《老子》用王

弼注，《左传》用杜预注，《论语》用皇侃注疏。而

在诗文写作领域，作为文章范本的《文选》，授课

底本使用了萧统编纂的白文三十卷本，注音用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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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萧该注，释义用李善注。这些内容是为汉唐

学问之代表，无论在当时的中国抑或日本，都是

以手抄本的方式进行传播和学习。被日本人视为

“学问之神”的菅原道真曾说“学问之道，抄出为

宗”［4］。“宗”字点明在日本人的认识当中，纸本

手抄方式是获取学问的重要途径。手抄本不仅仅是

一种文本书写载体，也成为渊源自中国隋唐时期之

知识与文化的象征。

其次，手抄本承载了平安时期以来各博士官的

家族学问与尊严。大学寮不同科目分别由特定几

家博士官进行传授。例如明经道有清原家、中原

家，纪传道有菅原家、大江家，等等［5］。而中国

学问正是通过父传子、子传孙、祖传孙不断转抄古

本的方式，在博士官家族内部代代传承。在大东急

记念文库所藏菅家传本《和汉朗咏集》上有这样一

句话：“本云：以‘菅氏十二代之余裔’‘帝王四代

之御侍读’大藏卿为长自点之本写之，向后勿添削

云々。菅在判。”便将其家族传承的手抄本追溯至

十二代以前。而像此类表示家传渊源的说法，在其

他博士官家族也是屡见不鲜。中原家是“累祖之秘

说”，清原家便是“累家相传之秘本”。

而博士官苦心孤诣代代传承手抄本，乃是为了

最大程度地捍卫其在社会中赓续学统的身份。安元

三年（1177）四月二十八日夜，京都樋口富小路发

生火灾，很多朝廷机构包括大学寮一夜之间化为灰

烬［6］。自此之后大学寮一蹶不振，博士官失去工

作的场所而名存实亡。在这种情况下，手抄本更是

承载着重振家族、光耀门楣的光荣梦想。大江匡衡

能够转变为摄政藤原氏的家臣，清原教隆得以在镰

仓政权中占据一席之地，都离不开那承载着累家秘

说之手抄本的加持。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博士官都

能够重拾荣耀。在清家、中家、菅家、江家、南

家、式家、善家总共七门博士官家族当中，“有不

坠先绪而教授者，又有怠学反术废其家传者，又有

其家无嗣而才名存者”［7］，那是一幅博士官家族在

时代中兴衰沉浮的群像。

此外，手抄本还代表了权贵阶层所独占的文化

资源，并衍化为指向国都京城的王权象征。中国的

知识与文化自传入日本后，主要是在贵族及中下

层官吏当中流行。权贵阶层为了能够独占这些知识

与文化，保持自身的优势地位，鲜少对外公开手抄

本。“家本”“秘本”“秘说”等表述频频现于手抄

本之卷末，已然表明了知识传授的秘密倾向；至于

专门强调“子子孙孙传得之者，深藏匮中，勿出

阃外”“依秘本无外人也”等识语，更是揭示了一

种占有资源的排他性心态。而自延历十三年（794）

桓武天皇迁都平安京以来，京都成为呈现并繁衍中

国文化的重要场所。博士官在京都的大学寮任职，

家传秘说在京都的宅邸代代传习，手抄本在京都的

豪门显贵当中传阅。京都是王畿之地，这一切活动

在此地自然而然地展开。经历的时间越久，行为、

文化与空间的勾连便越发密切。手抄本由此也同京

都所代表的王权道统建立起一种看不见但非常紧密

的联系。正如《白氏文集》于日本皇室而言，便是

“一部象征独占文化资源、保持政权尊严的重要典

籍”，因此“保有或有资格传抄旧抄系统《白氏文

集》，就象征着其本人拥有天皇血统之中最有尊严

的一系”［8］。

因此，当平安末期政治格局突变，关东地区崛

起，一个同京都形成对抗的政权诞生之际，代表家

族尊严、皇族血统的手抄本是否只能在京都流行，

在关东传授的正统性何在，此类问题油然而生。手

抄本所面临的冲击不止于此，此时已经迈入雕版印

刷时代的中国，开始向日本传来了刊本。

二 刊本传来的手抄本传承困境

公元 960 年，中国宋朝建立。但在此前的五代

十国时期，中国已经开始使用雕版印刷术刊刻书

籍，后蜀毋昭裔刊刻的《五臣注文选》可为代表。

自宋以降，雕版印刷术逐渐成熟，四川、福建、浙

江等多个刊刻中心先后涌现出来，刊本变得大为流

行。此时的日本正处于平安末期，相当于村上天皇

时期，也是位极人臣的摄政藤原道长所正在经历的

权势鼎盛时期。因此，藤原道长往往能够第一时间

接触到中国商人带来的“摺本”，包括《五臣注文

选》《白氏文集》等，然后再将之转呈给天皇［9］。

所谓“摺本”，指的便是中国此时出现的刊本，

一种有别于手抄本的崭新书籍载体。它们主要搭载

民间往来的商船，以及通过入宋僧人的携带，东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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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日本并很快引起权贵们的好奇。藤原道长关注和

记录摺本的传来，或许可以理解为一种把握中国崭

新动向的政治活动。而作为享有“日本第一大学生”

美誉、且位至左大臣的藤原赖长，则有意将“摺本”

纳入到手抄本的文化传统之中。其日记中好几次因

获得新版本而倍感欣慰的经历，都与《五经正义》

刊本有关。例如康治二年（1143）七月借得《礼记

正义》七十卷，感到“胜得万户侯”。同年十一月

为获得他人手中的《周易正义》，不惜拿出珍藏的

书籍作为交换，结果如愿以偿，其发自内心的喜悦

之情，甚于得到千金［10］。一旦拿到刊本，他便积极

同手中已有的博士官手抄本进行校勘和学习。显然

藤原赖长为获得摺本所做的努力，不仅仅是为了充

实自己的藏书，更是为了对接手抄本传统，受到内

心积极求取学问、复兴汉学之使命感的催促。

无论是《御堂关白记》记录摺本传来的举重若

轻，还是《台记》当中收获摺本的感动笔墨，都说

明中国刊本正在逐渐侵入日本贵族的精神世界，并

对平安时期形成的手抄本传统形成了冲击。而当我

们将目光转移到关东地区，则能够发现刊本对手抄

本的冲击更为明显和剧烈。初代将军源赖朝在镰仓

大开幕府（1192），与京都在各个方面形成分庭抗

礼之势。而刊本的传入，正好契合了镰仓幕府在文

化教育领域的对抗需求。

一方面，不少京都博士官的后裔来到关东参与

新政权的建立，并带来曾流行于京都的学问。出身

京都宇多的源仲章曾任幕府的大学头文章博士，中

原家的中原师员担任过第四代将军九条赖经的侍

读。最有名的要数清原家的清原教隆。他加盟幕

府，期间曾为第五代将军九条赖嗣讲解《帝范》，

为关东地区的豪族北条实时讲授过《古文孝经》

《春秋经传集解》等。他的儿子直隆、俊隆，以及

清家良枝，其子宗尚，世代活跃于关东地区，将清

家累代之学悉数传给了北条氏。

另一方面，前往中国求法的僧侣归国后成为关

东地区的座上宾。他们向幕府将军介绍中国刊本，

甚至自行翻刻刊本。“圣一国师”圆尔自宋返日之

际，带回大量典籍，中有《晦庵大学或问》《晦庵

集注孟子》等宋学刊本。此地兴起的足利学校，邀

请著名僧侣如快元、九华、寒松等人担任庠主。该

校珍藏至今的《周易注疏》《尚书正义》《礼记正

义》等南宋越刊八行本，便是在这个阶段由众人购

或寄而来。镰仓寺庙还在中国刻工的协助下率先对

《昌黎先生文集》《三体诗》等宋元刊本进行翻刻。

翻刻本传于后世，成为著名的“五山版”。

从此时传入日本的中国刊本覆盖宋代书籍的

不同领域，尤以宋学新注、唐宋诗文受人瞩目。

虎关师炼、雪村友梅、中严圆月、绝海中津等人

都是积极吸纳宋学新注，喜读宋诗新体的代表。

义堂周信曾说过：“近世儒书有新旧二义，程朱多

等新义也。宋朝以来儒学者，皆参吾禅宗，一分

发明心地，故注书与章句学迥然别矣。”［11］如前

所述，博士官自平安时期以来传承之手抄本，主

要源于汉唐注疏，重在字词典章训诂。但是，宋

人却是“以六经注我”，重在发明义理，因而形成

崭新风格。这在其看来，既是受益于禅宗之法门，

也便是值得关注之内容。一条兼良《尺素往来》

还记载，玄惠在为消灭镰仓幕府的后醍醐天皇侍

讲之时，“程朱二公之新释可谓肝心候也”，并建

议读《资治通鉴》《宋朝通鉴》《北磵文集》、韩

文、柳文，等等［12］。

在这样复杂的、受多方利益驱动的历史背景

下，刊本对手抄本的冲击便不仅仅是一种新型载体

对旧式载体的冲击那么简单。刊本代表的，是禅林

僧侣的精神要求，是新兴知识阶层在关东地区的文

化趣味，背后还交织着将军幕府与京都政权在文化

教育层面隐藏的刀光剑影之斗争。而手抄本则如前

所述，象征了自奈良平安时期起便传入日本的中国

汉唐之学，也是旧时代知识阶层的家族学问与尊

严，更是定鼎京都、神圣不可侵犯的皇族正统与古

典命脉。是完全投向刊本的怀抱，还是坚守手抄本

的阵地，任谁一个行为的选择，都将让历史的长河

泛起涟漪。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下，手抄本要如何顶

住刊本的压力而求得传承的空间，无疑需要一些变

通举措。接下来就以《文选》古钞在日本中世的传

承为例，展开文本方面的分析。

三 《文选》九条本的传习及文本面貌

原为东山御文库旧物，现藏于日本宫内厅书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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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有一份曾为九条公爵家所有的《文选》古钞本

（简称为“九条本”）。这个本子的特征是仅有《文

选》白文，存二十二卷，其中第十四卷重复，故实

际内容共有二十一卷。九条本是目前日本所发现的

关于《文选》古钞存卷最多的一个本子，距离萧

《选》三十卷本仅差九卷，能够反映出早已亡佚的

三十卷白文本面貌，有助于纠订《文选》在注释、

传抄以及刊刻过程中产生的讹误，因此文献价值极

高，也深受学界的重视［13］。但是，我们往往关注

九条本白文层面提供的文献校勘价值，却鲜少留意

其复杂的文本面貌，更遑论其背后曲折的形成过程

与传承之道。其实，九条本各卷历经多代传抄及加

点，文本面貌颇为复杂，叠加了不同时代的文本信

息，甚至带有晚出刊本的特征。这对观察手抄本传

统在传承困境之下的变化极有帮助。

（一）宣称文本底本的来源及其权威性

九条本除了卷八、十六、二十一、二十二这四

卷缺乏识语，其余卷末均载有识语。其中披露的抄

写者如藤原宗光、藤原长英、藤原师英，均出自

日本历史上极为显赫的藤原家族之分支——藤原式

家。识语显示该本从抄写、制作到加点、传授经历

多个步骤，且各卷的完成时间进度不一，中间跨越

两个世纪，清晰呈现出九条本历经藤原式家多代多

人传承的特点。

首先，这些识语当中有不少来自底本上的奥书

识语，清晰地揭示出底本的构成。古代日本人在转

抄古本之际，会将底本的内容包括卷首卷末附加

的信息原封不动地复制一遍。识语跋文的前面加上

“本云”“奥书云”“奥云”“本奥云”等标记，作为

源自古本的证明。例如：

保元二年（1157）二月廿三日，见合证

本了。借请菅冠者之本加一见了。公重。（卷

十七）

本奥云：养和二年（1182）五月廿六日，

于洞院亭书写了。七月朔日墨点了。散位菅以

业。（卷十五）

建久三年（1192）十一月十四日，以家说

授筑州别驾了。散位菅―。（卷十五）

弘安三年（1280）无射十八日，以家秘说

奉授秋田城务好士既讫。前吏部少卿诸范［花

押］。（卷二三）

本云：弘安八年（1285）六月廿五日，以

菅、江两家证本校合写了。散位藤原相房。

（卷一）［14］

这是九条本各卷当中提到时间较早的六条识语，清

晰展现出底本自有古老而权威的渊源——以菅家证

本为主，并结合其他博士官家本。卷十七说“借请

菅冠者之本”。卷二十说“以菅给料家本写点了”，

记录的是藤原宗光向菅家借阅家传古本，并据以校

勘和移点的情况。卷十五直接以“本奥云”转引了

菅家古本卷末的奥书，卷二三亦是同样的情况。卷

一则直接说明该卷乃是同时参校菅、江二家的证

本。尽管识语透露出九条本的各卷构成并不统一，

颇为复杂，却都大有来头，富有值得世代传承的意

义。谨以提供古本的菅家为例进行说明。

菅原家族自平安初期开始，便形成了讲授和传

习《文选》的传统。该家族世居京都，连续多代担

任天皇侍讲，极为恪守家学。菅原道真在《菅家

文草》中屡次提及的“严君”，便是一个向后人严

格传授《文选》等学问的父亲形象。还有出自菅家

一脉的古本——现为冷泉家时雨亭文库所藏的《文

选》卷二，识语中“当家秘说”“严亲之御说”的

表述，也足以说明菅家内部传承《文选》的严格态

度与要求。毕竟这些家传秘说，是菅家骄傲的真正

来源，代表了一种掌握学问知识的能力，更是赢得

天皇及豪族显贵青睐的资本。菅家不但多次为天皇

讲授《文选》，而且多有依附于摄政、关白大臣豪

族的举动，并向他们出借家传证本。这便是九条本

能够以菅家本为底本之前提条件。

但是，为何九条本的制作，要以博士官家传证

本为底本，而不选择以刊本为底本呢？事实上，在

九条本的诞生环境中已经出现中国的刊本。九条

本的传抄活动始自平安末期康和元年（1099），远

远晚于前述藤原道长《御堂关白记》关于“五臣

注文选”“摺本注文选”的记载，分别时在宽弘三

年（1006）与宽弘七年（1010）［15］。而前述“圣

一国师”圆尔于仁治二年（1241）带回中国典籍数

千卷，其中便有《六臣注文选》。九条本最晚一卷

抄写于南北朝时期康永二年（1343），正好覆盖了

《文选》刊本传入的这一时间节点。而且九条家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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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其优势地位和条件，往往能够很快就接触到这些

材料。正是因为获得与使用刊本的条件如此便利，

才更加反衬出九条本之底本选择的深长意味。这正

点明了本文第一部分阐明的内容——传承手抄本，

便是在继承古典文化传统。

只要九条本的底本来自博士官的家学，便无损

其作为继承自平安时期学问的手抄本之权威性。且

看九条家后人是如何传抄的。在卷一之末：

正应五年（1292）五月九日点了《文选》。

十二三岁之时，两年以自笔令书写，受严君之

说了。而先年甘绳回禄之时，皆以为灰烬了。

仍为授幼稚所令校点了。散位藤长英。

正庆二年（1333）二月十四日书写了。散

位藤原师英。

翌朝写朱墨两点勘物了。师英。

藤原长英的识语提到他十二三岁的时候从“严君”

即父亲那接受《文选》的学问，耗时两年亲自制作

了一份手抄本，后来以为在大火中化为灰烬。为了

将《文选》传给下一代，他又重新校勘并加点。最

后两条识语的落款者是藤原师英。藤原师英是藤原

长英之子，正是从藤原长英那继承了《文选》之

学。这种认真传授家传古本的态度，与博士官严守

“家学”的要求保持高度一致。

手抄本从诞生的那一刻起，便从原来的权威底

本那里分享了一种同样值得被认真对待和严格传承

的特质。这也是手抄本能够被继承和保留的根基，

是手抄本传承中最为关键的环节。如若底本来源不

正，则根基不稳，也便失去约束力。而这一点也成

为时人的共识。虎关师炼列举求学必读之书，包

括《毛诗》《尚书》《群书治要》《文选》《文集》等

四十余本，“其书传虽多，以家本为正也”［16］。

（二）注记：刊本进入手抄本的途径

九条本除了卷二十二，各卷均有校语、训点及

引自《集》《钞》《音决》、陆善经注、李善注、五

臣注等注释。本文将这些内容统称为“注记”。注

记的出现方式有两种，一是随文出注，附在白文之

旁，该情形下的内容较短，最多七八字，一般两三

字。另一种方式则在眉栏、栏下或纸背补充大段的

注文。九条本的大段注记颇多，且存在重复抄录的

现象。这些注释实际上存在多个来源，其中一个出

自仅由日本得以保留下来的《文选》注本《文选集

注》，笔者对此另有专文讨论［17］，另一个来源便

是《文选》刊本。

九条本利用过中国的《文选》刊本存在明确的

证据。代表着“摺本”的“扌”字符频繁出现在

了九条本当中，如《三都赋序》“考之菓木”旁记：

“果，扌”。表示“菓”在刊本中作“果”字。类

似例子众多，兹不赘述。而通过比对九条本抄录的

大段注文，可以进一步发现参考之本的特征。《南

都赋》中“侍者蛊媚”句，九条本眉栏作“善曰：

《左氏传》子产曰：在《周易》女惑男谓之蛊。蛊，

媚也”。注文内容完整。然而实际上，根据李善注

释的省略体例，应作“蛊，已见《西京赋》”。由

此说明，此条注文并非来自单李善注本。注记当中

频繁出现的“善某字”“五某字”校语，似在暗示

九条本利用的是一个可以同时参考到李善注和五臣

注的合注本。下面再以《蜀都赋》注记为例展开分

析，该卷恰好幸存《文选集注》卷八作为参照。

例一：“觞以清醥，鲜以紫鳞。羽爵执竞，丝

竹乃发。巴姬弹弦，汉女击节”旁注：

清醥，清酒也。醥，匹眇。鲜，新杀也。

刘曰：鱼鲙也。紫鳞，鱼也。羽爵，羽觞，作

鸟形也。巴姬，翰曰：蜀之美女也。汉女，汉

之美人也。

九条本抄录的刘逵旧注，仅采纳了“鱼鲙也”

这一意见，而且异于《文选集注》“鱼中鲙”的表

述，反合于北宋本、尤袤本、明州本、赣州本等刊

本。余下内容均采用了五臣李周翰的说法，如“鲜

新杀也”“紫鳞鱼也”“羽爵羽觞作鸟形也”这三

处。由此可见，九条本所据之本，应当是一个既可

以看到刘逵旧注，又可以直接抄录五臣注的本子。

该例关于“巴姬”“汉女”的解释进一步暗示

九条本的参考对象。《文选集注》刘逵注将“巴姬

汉女”合解为“巴汉之美人”。比对可知，北宋本、

尤袤本解“巴姬”为“汉之美人”，陈八郎本、明

州本等则解为“巴姬、汉女，蜀之美女也”，均有

所遗漏或讹误。但九条本所录注解则是完整清晰

的，明确区分出“巴姬”“汉女”分属巴郡、汉中

二地之美女的含义，可见其参录之本，较今人目前

所见各类版本更为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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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二：“幽思绚道德，摛藻掞天庭”的栏下及

纸背，抄录了两条几乎一模一样的注释：

（栏下）刘曰：斑固述《雄》传曰：初拟

相如，献赋黄门，故曰“摛藻掞天庭”也。

《汉书·礼乐志》曰：长丽前掞光耀明。

（纸背）又云：班固述《雄》传曰：初拟

相如，献赋黄门，故曰“摛藻掞天庭”也。

这两条注记出自刘逵旧注，区别有三：一是

“刘曰”在纸背作“又云”；二是“班固”之“班”

字写法不同，栏下作“斑固”；三是栏下多引了

《汉书·礼乐志》来补充“掞”字用法。九条本在

两个位置重复抄录了两条相似度极高的注释，颇显

累赘，因而很有可能这两条注是分批次，录自不同

的出处或文本。一方面，通过观察“班固”作“斑

固”的特殊写法，可知栏下所录注文与《文选集

注》内容一致。二者呈现出相同的书写习惯：“班”

写作“斑”。该句中“斑”字写法也呈现出相同的

书写习惯。这是手抄本尤其是《文选集注》一个常

见的写法，如该书卷一一三《夏侯常侍诔》“从班

列也”句亦写作“斑”字。

而这条纸背注记通过“又云”发端语，我们反

而在刊本当中找到了对应的线索：北宋本、尤袤

本、明州本、赣州本等刊本在“班固”前均有“又

云”二字。九条本纸背注文合于该刊本特征。

发端语之差异，正暗示了文本来源之有别。不

妨回归到这条注记所在纸背之整体环境：

向曰：相如为文繁富，故云郁。君平怀道

清净，故云皭若。韡晔，王褒词论生光彩，若

草木秀盛而发也。杨雄含怀文章，挺拔而生。

刘曰：君平作《老子指归》，子云作《太

玄》《法言》，故曰幽思绚道德也。汉武帝读相

如《子虚赋》，诵而善之，吾独不得与此人同

时哉。元帝善王褒所作《甘泉》《洞箫颂》，令

后宫贵人皆诵之。扬雄奏《羽猎赋》，天子异

焉。又云，班固述《雄》传曰：初拟相如，献

赋黄门，故曰摛藻掞天庭也。

在这条“又云”前面，乃是“刘曰”。“刘曰”之

上是“向曰”，由此再次证明九条本所参之本是一

个合注本。如果抄录顺序依据的是原书顺序，则这

可能是一个五臣注在前、李善注在后的合注本。

例三：“公孙跃马而称帝，刘宗下辇而自王”

眉栏：

善曰：范晔《后汉书》曰：公孙述，字子

阳，扶风人也。王莽时为导江卒正。更始立，

述恃其地险众附，遂自立为天子。《蜀志》曰：

先主姓刘，讳备，汉靖王胜后也。益州牧刘璋

使人迎先主，令讨张鲁，先主遂进围成都。璋

出降，先主即皇帝位。备“汉后”故曰宗。

这条注文虽长，但只要比对一下《文选集注》和刊

本，就会发现九条本抄录的注记来源：

《文选集注》李善曰：范晔《后汉书》曰：

公孙述，字子阳，扶风人也。王莽时为导江卒

正。更始立，述恃其地险众附，遂自立为天

子。《史记》蔡泽曰：吾跃马食肉，富贵卌三

年，足矣。《蜀志》曰：先主姓刘，讳备，字

玄德，涿郡人。汉靖王胜后也。灵帝末，先主

领徐州，后益州牧刘璋使人迎先主，令讨张

鲁。先主遂进围成都。璋出降，先主即皇帝

位。汉后故曰宗。《西京赋》曰：恣意所幸，

下辇成燕。

异文之处已用下划线标出。《文选集注》的善

注内容远远多于九条本抄录的善注，如“《史记》

蔡泽曰”云云、“字玄德涿郡人”“灵帝末，先主领

徐州后”“《西京赋》曰”云云四处。而九条本这五

处异文完全合于北宋本、尤袤本、赣州本等刊本。

渡边さゆり曾分析过西园寺本和九条本对刊本之利

用，并推测可能与留存至今的足利学校所藏宋刊

明州本存在一定的关系［18］。然而在此例当中，“王

莽”至“遂自立为天子”句并不见于该明州本，则

该结论不适用于九条本的全貌。由此可见，九条本

各卷学习情况参差不齐，可能参用过不止一种《文

选》刊本。想要落实九条本注记的刊本出处，还需

要更加全面系统的核对。而且，这些注记究竟是藤

原式家所为，还是其底本即是如此？我们认为两种

情况皆有可能。九条家底本之一菅家传本，现存有

冷泉家本卷二，同样具有刊本混入注记的情况，且

多次明确提到“六臣”的字眼，有些还与九条本存

在重复之处，可证相近来源。至于九条本那些不见

于冷泉家本的注记，当是藤原式家根据刊本录入或

另有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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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刊本进入手抄本的途径之一便是作为注

记，出现于手抄本的天头地脚，与传承已久的底本

内容和谐地共生共存。刊本为九条本提供了丰富的

注释信息。那些能够被选中化为注记的信息，证实

存在着无数个阅读、学习和选择的过程，也说明刊

本在手抄本的传承中获得一定的重视。

（三）以刊本校改手抄本的现象

日本士人在传习《文选》过程中利用了刊本来

帮助阅读和理解原文，这些注记作为注释内容尚未

动摇原来古本的面貌。那么对于原文的内容，传抄

之人是否会带入刊本特征，乃至于改动底本用字？

这也是对手抄本传承效果的叩问。

判断九条本正文中的用字是否出自刊本，并非

由某字合于刊本便可获得认定，而是需要抓住那些

属于刊本系统的用字特征。即，如果认定某个用

字来自刊本系统，那么该用字应当是在目前的文献

条件下，经由不同系统版本校勘之后，能够确认仅

仅出现于刊本当中的用字。换言之，排除该字的早

期来源是关键的一步。只有那些目前暂时没有发现

更多早期来源而独属于刊本系统的异文，才能被视

为刊本用字。这便需要更多的写、钞本文献协助判

定，包括中国出土的敦煌、吐鲁番写卷和日本流传

的古钞本。

根据参校版本最多的《西京赋》之校勘结果来

看，基本不存在上野本、正安本、弘安本的用字单

独合于刊本的情况。相反，仅有九条本与刊本共

有一批异文，数量多达 15 例。这批异文的特点表

现为：在上野本、弘安本、正安本与法藏敦煌本

P.2528 保持一致的情况下，只有九条本的用字合

于尤袤本、陈八郎本、明州本、奎章阁本等刊本。

譬如赋中有以下两句：“狭百堵之侧陋”与“冲狭

燕濯”。此处“狭”字，各个写、钞本同作“陿”，

唯有九条本均合于刊本作“狭”。类似例子还有

各个写、钞本作“ ”，而九条本同刊本作“韐”；

写、钞本作“躭”，而九条本同刊本作“耽”；写、

钞本作“偓促”，而九条本同刊本作“龌龊”；等

等。除了异体字之别，九条本还有一些字形字

义存在差异的例子。比如“丽美奢乎许史”句，

“美”写、钞本均作“靡”，唯有九条本同刊本作

“美”；又如“跳丸剑之挥霍”句，“挥”写、钞本

作“徽”，九条本同刊本作“挥”。

九条本这个特征不仅仅由《西京赋》得以呈

现，即便考察其他篇目也能得到印证。譬如《吴

都赋》“皆与谣俗汁协”句，“汁协”俄藏敦煌本

L.1502 和大东急本同，九条本同陈八郎本、朝鲜正

德四年本、奎章阁本作“叶协”。《励志诗》“勉尔

含弘”句，“尔”俄藏敦煌本 Φ242 和杨守敬本同，

九条本同陈八郎本、奎章阁本作“志”，等等。

然而，尽管在与其他版本的对校中，出现了仅

有九条本合于刊本的用字特点，但这是否便意味着

是日本人根据刊本改动了九条本的底本用字？实际

上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性，即刊本参考了九条本的

底本。我们认为早期写本的特征或多或少会得到晚

出刊本的继承和反映，后一可能性毋庸置疑。九条

本的底本出自中国早期三十卷本系统的白文本，自

是中国传世刊本的渊源之一。因此无论是五臣注刊

本还是李善注刊本，均可分别从九条本当中找到相

同的特征，九条本自然存在合于刊本系统的特点。

因此，那些排除了早期来源且合于刊本的用字

是否出自日本人的改动？这便需要将九条本与相同

传承背景的日本古钞进行比对，以进一步确认文本

面貌。杨守敬在日本发现的二十卷古钞本与九条本

的卷数相近，可供比对的内容最为全面。通过全面

校勘可以发现，九条本既有不少合于杨守敬本、尤

袤本的用字，但也存在一些异于杨守敬本、《文选

集注》、尤袤本，却合于陈八郎本、明州本等五臣

注刊本的例子。九条本和杨守敬本虽然均为日本手

抄本，来自共同的文化背景，但是这些超出杨守敬

本的异文，说明九条本已经带有日本人根据刊本进

行学习的痕迹，是一个被校改过的距原貌较远的本

子［19］。而斯波六郎曾运用九条本与日本传抄的五

臣注三条本互校，也得出了九条本在好几次抄写过

程中受到当时新传来版本之影响的结论［20］。现在

我们通过校勘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确认九条本在传

抄过程中会根据刊本修改底本面貌。

日本贵族在学习过程中不但会据刊本抄录注记，

甚至可能据刊本修改手抄本底本的用字，这一行为

无疑超越了博士官坚守家学的传统，也冲击了我们

对手抄本及其所代表之文化的固有认知，对手抄本

在日本中世的传承之效果、意图产生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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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手抄本传承效果分析

日本贵族和博士官尽管能够见到并利用刊本，

但不意味着一定会选择依据刊本改动古本的面貌，

尤其对于保守的博士官而言，改动家传古本可能不

是一个那么明智的举动。但是，由于九条本自身的

复杂底本来源，以及传抄者超然于博士官家族之外

的地位，决定了它恰好代表了态度开放的那一边。

九条本不是以单一古本为底本抄写而成，而

是转抄自不同家传本。山崎诚通过日语训点的分

析，明确指出上帙十卷出自菅、江两家证本的校合

本（藤原相方、源信元是否出自式家尚不清楚），

卷十五、卷十七、卷二十出自菅家本 ( 卷十二至卷

十六也很有可能 )，卷二十三（卷二十一、二十二

无训）出自南家本，卷十四出自别本（院政期的写

本）［21］。各卷底本来源不同，情况颇为复杂，显

示出一种融合诸本的性质。而九条本传抄者的身份

地位又不同于博士官，来自藤原式家，乃是古代日

本豪族藤原氏之一支，现今收藏者九条家乃是记载

了“摺本文选”传入日本的藤原道长一脉，在日本

历史上一直以外戚身份垄断了朝廷摄政关白的权臣

之位。藤原家族地位显赫，能够同时与各博士官如

菅家、江家交好，借得各家所传秘本，也能够最先

接触并使用从中国传来的刊本。但是他们不像菅

家、江家这些博士官背负着传承家学的使命，家学

包袱不会那么沉重。大概因此，他们在对待“古

本”“证本”以及刊本的态度上也便颇为开放，甚

至敢行“出格”之事，根据刊本径直改字。这使得

九条本呈现出融合多家证本，又参校刊本的独特

风格。

而九条本透露出的京都贵族在传承手抄本过程

中对刊本之重视，背后也有着维持手抄本传统及地

位的考虑。如前所述，刊本在关东地区备受重视。

此地很多经由清原家传承一脉的手抄本，已在积极

使用刊本进行校勘和补充音注、释文信息。“比校

摺本”“以摺本附反音了”“以摺本附释文了”等识

语便是明证。面对刊本和手抄本互异的情况，也会

以“イ”“扌”的形式标出别本异文。武内义雄、

山崎诚、和岛芳男等日本学者的研究均证实，根据

传来刊本对古老的学问知识进行订正是一种普遍

的做法［22］。关东地区依据新的文化资源作为对抗

京都政权的武器，而京都贵族自然也采取相应的举

措，在维护手抄本权威性的同时不忘融入刊本的特

征。这正是《文选》九条本展现的两个重要方面：

一是注重手抄本的底本来源，选择博士官的家传证

本，确保内容来源的权威性和神圣性。二是在底本

的基础上，参校刊本的用字，移录补充刊本中的崭

新注释。这样一来，既能够保留自古以来传承的内

容，又能吸纳崭新事物。这样的做法暗合日本民族

一贯的守住底线而又博采众长的风格。

梳理并确认九条本的传承举措与文本面貌，

无疑更新了我们对日本现存古钞本的固有观念。

这说明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很多古钞本，可能同时

存在着与古老写本、晚出刊本的复杂勾连。在上

述讨论中，九条本尚有一些卷数由于缺乏早期文

献作为参照，暂时无法展开深入的讨论，又同哪

些刊本发生过何种联系，也需要在后续研究进行

充分探索。尽管如此，我们从整体上得出的这个

结论，仍然能够加深我们对日本所发现的古钞本

自身特点的认识。

结 语

本文以《文选》九条本为中心，充分探讨中国

刊本传入后与日本手抄本传统所形成的文化冲突与

融合，以及由此对文本的传承面貌产生的影响。

手抄本是日本输入中国文化、承载学问尊严、

维护王权道统的重要媒介。《文选》九条本正是由

日本历史上著名的藤原式家世代相传。其底本出自

博士官之家传证本，保证了源于中国隋唐时期的权

威性。然而随着中国刊本的传入，关东地区的崛

起，平安时期形成的手抄本传统受到了冲击。为了

继续维持手抄本的象征意义，京都贵族需要在传承

手抄本的过程中采取一些举措，因此九条本在传习

过程中也开始利用刊本，抄录刊本注文乃至据刊本

改字。这便使得手抄本的文本面貌也随之发生变

化，九条本由此成为一个呈现从手抄本向刊本转变

的过渡性文本，具有独特的文本面貌。

而考察日本的《文选》手抄本传承，也揭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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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载体从手抄本到刊本可能经历的曲折历程。在

日本，手抄本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刊本传入的大背

景下，继续获得使用和传承，离不开文化传统的加

持与传承手段的帮助。但是在中国，书籍形制的更

替主要取决于科学技术的发展。造纸技术促使书写

材料从金石竹帛转向纸张，雕版印刷术则促成了大

批量刊本的产生。在中国因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促进

知识载体革新的演进历程中，读书人或基于阅读习

惯，或基于市场导向，来宣判手抄本的命运，但鲜

少直接上升到政治层面。从这一点来看，日本的手

抄本传承之复杂性，大大丰富了我们对东亚历史上

书籍与文本传承过程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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